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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引

《九叶集》于 1981 年出版后，学界开始研究

其诗人诗作的流派特色。起初是基于创作风格的

挖掘和追认，后又追溯至 20 世纪 40 年代《诗创

造》《中国新诗》等刊物的文章活动，研究者们致

力于为“九叶”诗人树立流派形象，赋予其“九叶

诗派”或“中国新诗派”之名［1］。研究者们发现

越是整一地概括流派总体特征，“九叶”诗人的个

体诗作风格就越是被遮蔽起来，故而在后来的研

究中，“大流派”范式开始被打破，“九叶”被分解

为“西南联大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2］，关于

“九叶”诗人的个体诗学研究也逐渐铺开，以穆旦

的研究最热。

但这些因默认了诗人诗作的经典性地位而产生

的鉴赏性阐释研究，和将“九叶”视为“流派”并

在诗作中寻找流派证据的循环论证一样，可能有着

落入本质主义进而阻滞研究的风险。因此，后来的

研究者对于流派命名的考量更为审慎，以至于提出

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九叶诗派”这一诗歌流派的

说法［3］。但这一说法可能也会忽略如下事实：20

世纪 80 年代是《九叶集》出版并得到经典化的关

键节点，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积极地支持关于“九

叶”的流派观点，还是对是否存在“九叶”这样一

个流派提出质疑，两种声音所依据的史实，都离不

开这一诗人群体在 80 年代围绕《九叶集》集结出

版这一事件的自我指认，尤其是确认自身的诗作究

竟属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派”这一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事件论是在弥合美学与史学、

文学与社会、文本与实践二元对立的文艺美学观

念演替中形成的，强调文艺活动的历史性和‘具身

性’的观念方法。”［4］受此启发，笔者认为有必要

从“事件论”的角度，对 1981 年《九叶集》的出

版以及诗人们围绕诗集展开的自我指认展开探讨，

揭示出诗人群体及其言说在历史现场中的复杂关

联，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流派美学特征的循环论证。

“九叶”何以称“派”

——论 20 世纪 80 年代诗人的一种自我指认策略

黄凤凤

内容提要 《九叶集》的出版是一次诗人主动“集结成派”的文学事件。探查关于

《九叶集》的杂文学文本，可以看到诗人们的自我指认策略：通过诗作分类，他们呼吁

关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诗歌创作，厘清文学争议，塑造集体角色，同时主动促成文坛权

威评价的改动，使《九叶集》得以跻身主流文学评价体系；通过诗群比较，如与《白色

花》诗人的论争和对历史上“新月派”“现代派”的疏离，他们努力使《九叶集》向现

实主义风格靠拢；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风气的日渐开放，《九叶集》诗人通过中西比较，

展开积极区分，日趋自信地凸显自己的“中国现代派”气质，同时支持“朦胧诗”作者

的创作，鼓励多元包容创作环境下的诗歌创新。在丰富文学史写作的精神向度以及中国

新诗发展的认知角度上，《九叶集》诗人的自我指认体现了追求正确历史评价的勇气，是

有必要的且可敬的经典化过程。

关键词 《九叶集》；九叶派；杂文学文本；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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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过往围绕“纯文学”文本展开的鉴赏性阐

释，《九叶集》诗人在 80 年代的书信、书话、序跋，

以及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等具有“历史价值”并

且“一直处在文学现场”［5］的“杂文学”文本，是

能够有效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诗作周边文本。

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九叶

集》出版前后，诗人们经历了一种自我认同和学界

认同的过程。在这些文本中体现的自我指认策略，

帮助他们建立起后来文学界认可的“流派角色”。 

一 诗作分类：
重塑 20 世纪 40 年代集体角色

在《九叶集》出版前的四十多年间，诗人们面

对的是“过去，没有人敢提到我们，我们也不能自

己来申诉”［6］的环境，诗人们如想要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重回文坛，必须首先清理自 40 年代延续下来

的文学争议。筹划出版《九叶集》，正是他们为自

己 40 年代的诗歌创作寻求合法性的一次机会。他

们在诗作周边文本中体现的“诗作分类”策略，初

步塑造了 20 世纪 40 年代诗人的集体角色。 

在 40 年代 , 当时处于创作高峰期却尚未集结

成派的《九叶集》诗人们经受了较多非议和磨难。

例如《泥土》《新诗潮》等左翼刊物给他们的创作

戴上了“颓废主义的毒花”［7］“自由主义”“第三

路线”［8］等帽子，原本“兼收并蓄”刊发他们作

品的平台——《诗创造》也收回了四位“九叶”诗

人的编辑权限，不再接受带有“现代派”色彩的

作品发表。后来由几位诗人联合创办的《中国新

诗》杂志虽然质量颇高，但仅仅半年就被国民党特

务查封停刊。也因为这种种历史原因，在 1949 年

后的数十载里，用诗人唐祈的话来说，“四十年代

曾经出现过的那么多的诗人、诗刊、诗作，统统销

声匿迹，不再出现在新文学史、新诗选、诗歌理论

的任何一页一行当中”［9］。有研究者指出，左翼话

语对西南联大诗群和原《诗创造》作者的打击，一

定程度上促成了“九叶”诗群 40 年代的早期“凝

成”［10］。在 80 年代，这些早期承受的非议和磨难，

以及原初的“凝成”力量也都成为了《九叶集》诗

人复出的缘由和动力。

诗人诗作的复出，伴随着的是自我认同和学界

认同重新建立的过程，对《九叶集》诗人来说，首

要的是进行诗作分类。这与社会认同理论中提到的

“社会分类”的心理过程相仿，即“主动地在重要

维度上夸大不同类别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将同一类

别中个体的差异最小化”［11］。在诗集出版前，《九

叶集》诗人就有意无意地展现出引导学界主动关注

40 年代国统区诗作的发言倾向。以唐祈在 1980 年

4 月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的演讲为例，这

是本次诗歌讨论会上唯一一篇在题目中突出“四十

年代”字眼，为国统区诗人尤其是 40 年代后期在

《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两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的

诗人正名的发言。唐祈以《四十年代诗歌纵谈》为

题，明确指出“四十年代新诗在现代文学史上几

乎是一页空白” ［12］，国统区诗歌没有得到正确的

评价，从而消失了 自己的声音，诗人甚至因诗获

罪。他还认为，50 年代的中国新诗选中只有臧克

家和袁水拍的 40 年代诗歌得以入选，对其他大量

来自国统区的诗人和创作略而不论，这是不符合历

史实际的［13］。这样的“正名”比后来指认这两个

刊物为“九 叶”的流派刊物的众多研究都要早。正

是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14］的

时候，《九叶集》诗人率先为自己的出场主动发声。

在最新修订的《唐祈年谱》［15］中，我们也能看到，

唐祈曾在 1979 年给郑敏写信，约“九叶”诸诗人

在曹辛之家见面筹划诗集出版和定名事宜，以及

1981 年与西北民族学院同仁尝试恢复出版《中国

新诗》等往事。这体现出诗人们在《九叶集》出版

前所付出的努力。

《九叶集》诗人呼吁人们关注 20 世纪 40 年代

诗歌创作，不仅是为了填补文学史空白，更是为

了清理存续的创作理念争议，让学界承认诗人们

在 40 年代的创作具有合法性。曹辛之在 1982 年

的书信中提到他们 40 年代的诗作不被主流文学认

同、《诗创造》《中国新诗》被视为是非法刊物的困

境 ［16］。因而在诗集命名和选诗过程中，有关“40

年代”诗作分类的策略进一步凸显。那一时期“作

家的政治实践与艺术实践的一致”［17］的说法言犹

在耳，在 80 年代初期，当诗人们有望重新梳理从

前的诗歌创作经历时，他们仍要面对创作方法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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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的政治思想立场紧密挂钩的现实环境。为

此，他们关于诗集的命名和选诗的年代有慎重的考

量。据郑敏回忆，“九叶”之名由王辛笛所取，理

由是他们不能以“花”自居，就叫“九片叶子”即

可，“用我们的叶子来扶持革命的红花”［18］。可见，

“九叶”是谨慎的谦辞，也无意中透露了他们以群

体的名义复出时，要以“革命的红花”作为“参

照系”的想法，这恰与 40 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

和“文艺大众化”话语纷争形成呼应关系。从杜运

燮致王辛笛的书信中可见，《九叶集》最初被命名

为《探索——四十年代八人诗选》［19］。在选诗过

程中，诗人们也一度想要丰富诗集内容，选入不

同年代的诗作，如王辛笛 30 年代的印象派诗篇和

穆旦 70 年代末的遗作，但这些选诗后来均被否决。

最终添加了诗人唐湜的 40 年代诗作，形成九位诗

人的“40 年代”选集，体现出明确的“断代感”。

可以看到，《九叶集》诗人虽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

诗学特征并不完全相同，但出于共同的历史遭遇，

为了能够建立起一种集体身份认同感，在命名上他

们以“革命的红花”作为参照，在选诗上强调“40

年代”，最大限度地缩小了他们之间的风格差异。

以“40 年代”确立《九叶集》的分类定位后，

《九叶集》诗人还积极与文坛权威进行沟通，并主

动影响权威评价，让自己的“40 年代”诗作主动

贴近有关现实主义风格的评价，典型事例是尝试

影响艾青改动关于《九叶集》诗人的评价。艾青

在 80 年代作为“归来诗人”享有较高的文坛地位，

“在学术界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

专著问世的时候”［20］，他写于 1980 年的《中国新

诗六十年》被誉为是具有高度总结和开创性意义的

文章。《九叶集》诗人也很看重艾青这篇文章对国

统区诗人做出的正面评价，在杜运燮编选新中国成

立后穆旦的第一本个人诗集时，在曹辛之公开评价

“九叶”诗歌成就的文章里，他们都引用了艾青的

这段评价：

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了

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刻划［画］了经过战

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21］

但在杜运燮致辛笛的书信中我们看到，艾青这

篇刊发于 1980 年 10 月的《文艺研究》的文章并非

初版本，而是在《九叶集》诗人的游说下的改动

版。这篇文章原本预定在“中国抗日时期文学研究

会”上宣读，初刊于 1980 年 7 月的香港《明报周

刊》，原文为：

他们多少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

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画］了经过

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这是属于四十年代后期的像盆景似的园

艺。［22］

这样的评价让筹备《九叶集》的诗人们担忧，用曹

辛之书信中的话来说就是“被当作诗坛的‘精雕细

刻’的‘小摆设’”，“在政治上翻不过身来”［23］。

杜运燮的书信中提到，正是曹辛之亲自拜访艾青

说明情况，文中的“盆景”和“多少”才得以删

除，以《诗创造》为中心的诗人们对新诗的现实主

义传统的接受才得到无保留承认。通过这一改文事

件，我们可以看到《九叶集》诗人在引导主流文坛

关注他们在 40 年代的作品时，也在积极地将他们

在这一年代的创作融入到现实主义的评价体系中，

以“40 年代”重要诗人群体的定位吸引文学界的

关注。

二 诗群比较：靠拢现实主义主流

虽然《九叶集》诗人用“40 年代”来定位自

己的集体角色，但他们也明白，相比同时期的其他

诗人，他们需要彰显更多特色来标记自己，通过与

其他群体差别化的比较，才能提升外界对他们这一

集体的评价。这种“诗群比较”的策略，在《九叶

集》诗人和牛汉关于谁更接近“现实主义”创作特

色的论争时表现得较为突出。《九叶集》诗人表现

出靠拢“现实主义”的倾向，其中部分诗人对“现

代派”的美誉持保守态度，谨慎对待文学评论界关

于自己的流派命名这一过程，也是“诗群比较”策

略的体现。

探寻 80 年代的诗人发言稿和访谈，我们可以

发现《九叶集》诗人曹辛之和《白色花》诗人牛

汉在 1983 — 1985 年有过一场论争，从中可以看出

两个诗人群体之间争取历史正向评价的努力。1983

年，曹辛之在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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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及“九叶”与“七月诗派”在 20 世纪 40 年

代的矛盾。他认为“九叶”在当时就被部分“七月

诗派”诗人戴上了“唯美派”“现代派”帽子，最

后不得不中止了诗歌创作。这种“攻击”甚至跨

越年代，以至于在 80 年代初，不仅“九叶”，其

他国统区作家也一直未能得到正确的评价［24］。《白

色花》的主创之一牛汉认为曹辛之的发言有失偏颇，

他还认为“七月诗派”事实上是比“九叶”遭遇了

更多不幸的创作群体，因此过多地将“九叶”历史

遭遇的根源归到“七月诗派”是不公平的。为此他

在 1985 年《读者良友》的访谈中强调了历史上“七

月诗派”的创作特点是“投入生活里面去”的现实

主义，与《九叶集》“反对直接反映生活，要有距离

地对生活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25］完全不同。曹辛

之对牛汉关于《九叶集》创作特色的表达十分不满，

随即撰写专文反驳。他引用了《九叶集》序、1982

年《中国出版年鉴》对《九叶集》的介绍以及艾青

《中国新诗六十年》中的评价，从自我认知和社会

评价两方面证明《九叶集》的“现实主义传统”与

“正视现实生活”特征 ［26］。

除了曹辛之与牛汉在公开的学术研讨会和刊物

上的论争，在《九叶集》诗人的私人书信中，也能

看到关于“九叶”与“七月诗派”之间不断争取 40

年代历史地位的相互较量。当时公开评论《九叶

集》的文章，如严迪昌的《他们歌吟在光明与黑暗

交替时》被后来众多研究者视为探讨“九叶”创作

特色的重要参考文献并加以引用［27］。在《九叶集》

诗人看来，这是一篇“很有战略思想，首先为《九

叶集》争取历史地位”的宣传稿，但在对《九叶

集》抱有质疑态度的作家和文学界高层看来，这是

“对《九叶集》的评价高了”“介绍《九叶集》，为

什么不介绍《白色花》？”［28］等。而《九叶集》诗

人内部对是否要正面迎战也产生了一些不同想法。

如郑敏回忆艾青关于“盆景诗人”的评论时，认

为这是一种“非常大度的姿态”［29］，唐湜亦认为

不必与不同意见争“ 意气”，“超现实”或“超然态

度”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原则下，也不是

什么大问题”［30］，但曹辛之在书信中多次对唐湜评

论《 九叶集》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不认同唐湜所

说“我们在政治性方面不如七月派”的说法，并认

为在当时也不能将创作手法和政治立场分开讨论：

“我们的政治性是用我们所爱好的艺术形式表现出

来……我们在诗中所反映的对生活的真实感情，我

们的追求和向往，我认为这就是政治……”［31］他

对唐湜的《九叶集》评论给出的修改建议也都是基

于上述认识：“我们的朋友都能从我们的作品中肯

定我们在政治上的进步性，而我们自己却认为只是

‘不反动而已’，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想辛笛

兄和克凡兄也不能接受。”［32］正是在坚持与《白色

花》诗人诗作进行“诗群比较”、相互较量的状态

下，《九叶集》的派别特征日益凸显，而这也显示了

在 80 年代初，在“创作手法”和“政治立场”在文

学评论界尚仍有紧密联系之时，诗人们自觉追求靠

拢“现实主义”风格的倾向。

20 世纪 40 年代诗作的合法性问题逐渐得到解

决后，《九叶集》主动集结成“派”的事实也逐渐

得到关注。一般认为，把《九叶集》诗人视为“流

派”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袁可嘉为这本诗集作

的序：

由于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

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后来

便围绕着在当时国统区颇有影响而终于被国民

党反动派查禁了的诗刊《诗创造》和《中国新

诗》，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33］

这样的说法，呼应了 40 年代《诗创造》的编选

宗旨：

在诗的创作上，只要大的目标一致，不论

它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感情或劳苦大众的感

情，我们都一样重视。［34］

研究者后来也顺着这一思路在 40 年代的创作和历

史文献中寻找“九叶”得以凝成的原因，并将“流

派”特色追溯至这一年代。但正如牛汉在 1985 年

的《读者良友》访谈中所说，《白色花》诗人在 40

年代并没有流派意识，更没有组建“七月诗派”的

想法，这些都是后来人的追认［35］。对于《九叶集》

诗人自称为“派”的说法，我们也不宜将它作为不

言自明的固有概念来考量。事实上，对于这个 20

世纪 80 年代再度亮相的群体，到底要不要叫“流

派”，或该叫什么“派”，这一点在《九叶集》诗

人之间也引起过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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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集》对于“流派”称呼的踌躇，与当时

学术界的定调不无关系。1981 年与 1983 年国内先

后召开了两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

流会”。会议提出了“主流、支流和逆流”的说法，

认为在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是主流，而

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诗歌“纵使不是逆流，也决不

能算是支流”，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继承现实主义的

传统，所以“影响有限生命力不强”；“新月派”就

因其总体的政治大方向上具有“保守的、反动的色

彩”，在当时被划分到“逆流”当中，只好勉为其

难地谈谈他们的艺术特色［36］。这是当时学术界主

要根据“倾向性”为流派划分等次的情况。在 1983

年的第二次会议公开发表的简况中，作为会议组织

者的李葆琰总结道：“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手法我们可

以借鉴，但不能过头……西方现代派的思想体系与

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距离更远，我们绝

对不能接受。”［37］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叶集》诗人

并未一开始就将自身的创作与“现代派”关联在一

起，并且在命名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对“流派”和“现代派”等说法持保守态度的

典型代表是曹辛之和王辛笛。他们认为，为了保

护《九叶集》诗人来之不易的发声权利和学界认同

感，应该将“九叶”与“现代派”区分开来。曹辛

之参加过前述 1983 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

题学术交流会”并公开发言，是积极为《九叶集》

争取 40 年代历史地位的诗人代表。他在书信中也

提到过当时文学界对于“流派”和“宗派”之间的

关系所持的消极态度［38］，深知“九叶”在政治上

能立住脚非常不易。好在通过对 40 年代历史地位

的争取，《九叶集》诗人是否能够称为“派”的问

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曹辛之的处理方法

是“九叶”首先要和 30 年代的“新月派”和“现

代派”划清关系，因为在 80 年代初的语境里这两

个 流派被普遍认为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唯美派”。

为此，他非常不支持唐湜称《九叶集》诗作是“追

步新月”，尽管唐湜是从创作手法和艺术特色的连

贯性角度提出这个说法的。曹辛之给唐湜的评论文

章《说九叶》提出了修改意见：“唯美派、现代派，

在中国长期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流派，……今

天我们这九片经过‘严霜’的叶子想要返青，那首

先要在政治上得到改正，要争取摘去唯美派、现

代派的帽子。”［39］在《九叶集》的流派特征得到

越来越多的肯定之后，有许多研究者希望为“九

叶”重新命名，如“新现代派”或“四十年代现代

诗派”——区别于 30 年代的“现代派”和“中国

现代诗派”，也区别于国外的“现代派”并突出中

国诗歌“现代化”的特点。对此，曹辛之都敬谢不

敏：“‘现代主义’或‘现代派’虽然比较时髦，但

它还是被不小一部分人认为那是西方的东西，那是

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何苦自己来扣上这个紧箍咒

呢？”［40］在曹辛之看来，称“九叶”为现实主义

是最稳妥的，核心是“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这

就让“九叶”跟上了主流，至少也是一条不违背现

实主义的支流，而“现代派”不过是帮助现实主义

的主流进行补充和发展的技巧之一。

《九叶集》诗人中的另一位年长者王辛笛的态

度与曹辛之相仿。他在 1987 年给唐湜的书信中提

到，他们的创作一直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来结合国

外的现代主义和我国的诗歌传统，也表示了关于过

多提及“现代派”的担忧，“在当前形势和今后斗

争长期发展下，现代主义在若干保守人士心目中

看来仍是贬词”［41］，也并不主张在流派的自我指

认中明示“现代”二字。由此我们看到，《九叶集》

诗人对于自身流派命名中的谨慎态度与他们对于得

到现实主义传统认可的追求是具有相关性的。尽

管《九叶集》诗人尝试与“七月派”诗作进行积极

区分，但论及自身的流派风格时，两派对“现实主

义”标签的争取态度是相仿的。在后来文学风气日

渐开放的 80 年代后期，《九叶集》诗 人那些关于自

身“现代派”特色的认同却在逐渐提升，并随着时

代的开放而日渐占据上风。

三 “积极区分”：
凸显“现代派”气质

在社会认同理论中，认同感的产生还有赖于

“积极区分”策略，即“为了满足自尊或自我激

励的需要会突出自己某方面的特长，使自己在群

体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比外群体成员更为出

色”［42］，这样的“积极区分”策略也体现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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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集》诗人身上。虽然为了在创作合法性上站稳脚

跟，部分诗人希望靠拢现实主义主流，但将《九叶

集》的“现代派”气质不断凸显，也是部分《九叶

集》诗人在 80 年代初就有的愿望：无论是出于自

身的职业发展需要，还是助力中国新诗走向世界的

愿望；无论是为了自身创作特色的辩解，还是支持

新一代诗人的诗歌创新。这种基于“现代派”气质

的自我指认策略，使得《九叶集》诗人有了在现实

主义主流以外更多元的流派形象。

最初希望凸显“现代派”特色的《九叶集》诗

人大多有着外语专业背景，长期从事文学翻译或外

事工作，如袁可嘉、郑敏和唐祈。他们希望借此明

确自己的创作技巧与西方“现代派”的关联，鼓励

更多的文学翻译与交流，并希望建立起“中国的现

代诗派”，让 20 世纪 40 年代的《九叶集》诗人成

为“世界文学”潮流中的重要一支。

袁可嘉早在 40 年代便发表《新诗现代化》《现

代英诗的特质》等文章，较多地讨论了“学习现

代西洋诗的经验”，认为对于新诗改革来说，“大部

分思想方式及技巧表现的欧化是必需的”［43］。但

在 50 年代，袁可嘉这样的思考几乎中断了，取而

代之的是《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

用文阀》《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等文

章的发表。在 70 岁的回忆录中，袁可嘉说这是为

了迎合“反资批修”的需要而写，盲目地全面否定

西方作家的艺术成就，认为这对于自己来说是一

个“深刻的教训” ［44］。1979 年后，袁可嘉得以重

新开始业务工作，编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项，《九叶集》的出版，不仅使得 40

年代的诗歌得以重新评估，也让袁可嘉看到了自

己在 40 年代的诗歌理论“重新出土”的希望。在

为《九叶集》作序之后，他又先后写了《西方现代

派诗与九叶诗人》《西方现代派诗与中国新诗》《中

国与现代主义：十年新经验》等文章。比起《九叶

集》序中谨慎指认“九叶”仅仅是采用了西方现代

派的技巧，袁可嘉后来的文章逐渐展开了关于情

感与志趣、新诗的历史追求和“中国式的现代主

义”的主动思考，并直接将“中国式现代主义”与

当时强调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联系起来。除

了上述新的著述，袁可嘉也将 40 年代关于新诗的

文章集结起来，于 1988 年出版题为《论新诗现代

化》的著作。根据学者研究，这些重新出版的文章

是经过了不少删改的，例如删去了左翼色彩的言

论，更突出“欧美现代派”的思想，“更有利于论

证‘西方现代派’与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关系是大势

所趋”［45］，也更契合当时的“现代化”大潮中对

外开放的风气。袁可嘉对于其理论的回顾与改写，

在巩固《九叶集》日渐塑造出的流派特色的同时，

也为后来研究者对《九叶集》的阐释打开了更多可

能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九叶集》的流派

特色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被建构出来的过程。

同一时期，郑敏也向态度保守的曹辛之表示

要将“九叶诗派”称为“现代主义”［46］。她写了

《美国当代诗与写现实》《从〈荒原〉看艾略特的诗

艺》等文章，论述表达现实的方法不只有“现实主

义”一种。唐祈也表示：“如果不从西方借鉴，并

且引进西方的诗歌形式，作为新诗变革的催化剂，

要从旧诗演变为新诗几乎是不可能的。”［47］1989

年，唐祈又在文章中表示：“比起西方现代主义诗

歌，我们在当时仅仅迟了 10 年左右，我们的 新品

种是可以汇入世界诗歌大潮去的……郑敏和我仍然

要走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道路上，尤其在诗歌多

元化发展的现在。”［48］这些都是诗人从自身的专业

背景和文化实践出发的论述，表达了希望以《九叶

集》为代表的新诗汇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情怀，也在

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新诗在跨文化交流中所具有

的本土原创性，相比之前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本色的

看法显得更为开放。

在发扬和继承中国新诗传统的基础上，勇于承

认并接受西方现代派作为自己的灵感与借鉴来源，

并助力中国新诗走向世界——这是《九叶集》诗人

内部通过中西对比，积极与其他诗人群体区分并

建立流派角色的策略。这事实上也蕴含着另一种关

于“现代”的看法，这种看法是超越了中西创作特

色的对比的：不仅仅是关注西方现代派，他们还更

看重一种多元、包容且契合 80 年代风气的“现代”

流派意识，能够让更多诗人从往昔的历史状态中觉

醒并解放出来，为诗歌创作的革新带来新动力的自

我意识。

《九叶集》诗人这种具有“现代感”的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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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表现在对于“看不懂”“晦涩”和“古怪”

等诗歌特色的辩解中，表现在对“朦胧诗”作者的

支持上，最终表现为对于创作方法和内容多元化的

支持。以 80 年代的“朦胧诗”论争为例，这次论

争其实是从评论《九叶集》诗人杜运燮在 80 年代

新创作的诗歌《秋》开始的。论者在《令人气闷的

朦胧》中点名批评了《秋》并评论道：“有少数作

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

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49］

杜运燮当即写了《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进行解

释，随后他在给王辛笛的书信中说明了他不得不

委婉解释的原因——对文坛不支持“晦涩”感到担

忧，也担心自己和郑敏在当时新发表的作品会成

为“反面教材”：“近来报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反对

‘看不懂’，好像是个什么‘新动向’似的。”［50］

后来批评家开始把批评“朦胧诗”的矛头转到更年

轻的诗人身上，但《九叶集》诗人并没有就此沉

默，反而对这些年轻诗人的创作多有维护。王辛笛

在 1980 年 8 月给当时《诗刊》编辑邵燕祥的两封

信中说：“新进青年作者朝气蓬勃，风格多姿，前

途发展显未可量。”“孙绍振的《给艺术的革新者更

自由的空气》一文所提倡的‘宽容’态度很好……

我是并不欣赏新的‘风花雪月’和晦涩难懂的诗

歌，但是每一看到世间还有不少卫道者……实在

令人齿冷。”［51］唐祈在 1980 年就写了《新诗的希

望》点评舒婷 和顾城的诗，肯定了他们“含蓄、朦

胧深邃、具有自己独创的个性风格”［52］；陈敬容

也在 1981 年写过《关于所谓“朦胧诗”问题》支

持“年轻一代勇于探索的精神”［53］，认为单纯以

“朦胧”来指责诗歌创作的做法已跟不上时代。陈

敬容也以自己的诗歌理念影响着年轻诗人，胡乔木

在给袁可嘉的书信中提到，自己于 1985 年见舒婷

时，舒婷“很热烈地说到敬容同志对她的不倦的指

点”［54］，以至于曹辛之在书信中也表示：“（四十年

代的）陈敬容就是当年的舒婷”［55］，直接把《九

叶集》诗人与朦胧诗人并列而论。袁可嘉则认为

“朦胧诗”正是他所推崇树立的“中国式的现代主

义”，将北岛和舒婷等人的诗歌纳入中国新诗发展

的“十年新经验”［56］中，认为他们与《九叶集》

诗人建设“中国的现代诗派”的努力有共同渊源。

四 “流派”新生：
自我指认策略的积极效应

应该说，《九叶集》诗人的自我指认策略是有

成效的。他们不仅逐渐吸引了学界对 40 年代诗歌

的重新评估，个人诗集得以顺利出版，也进一步得

到了 80 年代中青年读者的喜爱。

王瑶在给《九叶集》诗人的信中表示：“对于

《九叶集》中的作者，过去也并非毫无所知……只

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国统区的许多作品，就只

能省略或压缩了……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所改

变。《九叶集》的出版，当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

视。”［57］唐弢也给曹辛之去信表示 ：“我们对四十

年代诗歌，的确注意太少。袁可嘉在序文里说得很

对，我对此也要负责……”［58］《九叶集》诗人的个

人诗集也获得了更多的出版机会：1983 年，《陈敬

容诗选》出版，这是《九叶集》诗人在新中国成立

后得以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诗集；1985 年，曹辛之的

个人诗集《最初的蜜》出版，由艾青作序，序中充

分肯定了曹辛之 40 年代诗歌的创作特色——“从

容不迫地叙述了历史，发出理性的呐喊”［59］； 1986

年，杜运燮主编的《穆旦诗选》出版，是新中国成

立后出版的第一本穆旦个人诗集，杜运燮在后记中

提到，80 年代的中青年读者很少有人知道穆旦 40

年代的诗歌创作，并表示正是《九叶集》的出版，

才使得穆旦 40 年代的部分诗作引起较多人的注意，

他还引用唐弢在《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中的

话：“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穆旦……他的诗却

在上海诗人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60］，名正言顺地强

调了“40 年代”的分量。1989 年，唐湜谈到人民

文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将

“九叶诗派”列为专章的做法，认为这反映了《九

叶集》诗人孜孜以求的学界认同和社会认同［61］。

正是由于《九叶集》出版前后诗人们对历史上文学

地位的积极争取，并善于抓住当时国人追求“现代

化”的时机，使得诗人们依托《九叶集》出版这一

事件逐渐得到复出，并进一步凸显了自身“流派”

特色。

《九叶集》虽然是“旧诗”再版，却给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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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坛带来一种新的感受。曹辛之在信中谈到这

本诗集的影响不错，并未给人一种“过时了的老

东西”［62］之感。郑敏也提到 80 年代唐祈将《九叶

集》的诗介绍给北岛等诗人时，诗人们也有似曾

相识之感，认为“朦胧诗是四十年代诗歌风格的再

现”［63］。《九叶集》诗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下

沟通的书信中都表现出了对以“朦胧诗人”为代表

的新生代诗人的支持与帮助，这也在另一个层面

上让学界意识到《九叶集》在 80 年代衍生出新的

“流派特色”——在当时就已经有学者希望将“九

叶诗派”命名为“前期朦胧诗派”［64］，将 40 年代

与 80 年代的新诗继承与发展的事实相连，这也加

强了《九叶集》诗人自身的流派认同感和外界对于

这一诗人的“群体印象”，赢得了更多的读者，打

开了更多的阐释空间。直至今日，研究者仍愿意不

断挖掘《九叶集》诗人诗作展现出的“现代”特质。

通过分析《九叶集》周边一系列具有 “历史现

场感”的杂文学文本，我们看到《九叶集》诗人清

晰的自我指认策略：他们既要通过对现实主义的认

同和靠拢来争取 40 年代诗作的合法性，也要对自

身的“现代派”特色做出辨析和指认以 面对 80 年

代的新语境。诗作分类、诗群比较和积极区分的策

略，使得《九叶集》诗人的“集结成派”成为值得

关注的事件，展现了他们努力“接受、吸收来自过

去的影响，并重建过去，还需要对未来的创造性做

出回应”的行动。《九叶集》诗人的流派意识正是

在 80 年代得到觉醒或复苏的，他们塑造自身的流

派特色的主动性和 当时文学界越来越开放的心态不

无关系。为此，也有学者认为“九叶”从“集”到

“派”的过程是一种“书写权力的产物，而不是历

史存在”［65］，但本文认为《九叶集》诗人在 80 年

代的主动自我建构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形势的，

是追求正确历史评价的勇气和开放心态的表现。如

果没有《九叶集》诗人围绕《九叶集》展开的自我

指认，我们可能难以在文学史的合法书写中看到众

位诗人，包括后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诗人穆旦的出

场。在丰富文学史写作的精神向度以及中国新诗传

统与发展的认知角度上，80 年代《九叶集》诗人

的自我指认是有必要的且可敬的经典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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